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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cale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has 
gradually expanded, and the risks of OFDI have become more complex.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risk on OFDI, whether China's OFDI has political risk prefere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risk 
under different investment motives. And the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country risk including political risk 
connotation on OFDI. In addition, this paper combs the research on OFDI politic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inal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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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逐渐扩大，OFDI 风险也愈加复杂，文章探讨政治

风险对 OFDI 的影响方向、我国 OFDI 是否存在政治风险偏好、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政治风险特征，以及研究包

括政治风险内涵的国家风险对 OFDI 的影响。此外，文章对 OFDI 政治风险防控研究进行梳理。最后，基于现

有研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关键字：政治风险,OFDI,研究进展.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

全球份额呈现递增趋势，由 2010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

量占全球 5.2%，到 2020 年占比 20.2%，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发展迅速，影响力不断扩大。据 2020 年度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
[1]，自 2003 年以来，

中国已连续九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对

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在 OFDI 不断发展的同时，

OFDI 风险与之共存，并在不同投资区域、不同投资

动机下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目前，有关 OFDI 风险研

究较多，但缺乏对 OFDI 风险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

文章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中有关 OFDI 风

险研究的论文绘制关键词共现的科学知识图谱，如图

1 所示，发现“政治风险”节点较为显眼，因此本文

对 OFDI 政治风险进行梳理。本文主要探讨政治风险

对OFDI的影响方向、我国OFDI是否存在风险偏好、

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政治风险特征，以及国家风险对

OFDI 的影响，并对 OFDI 政治风险防控研究进行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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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最后，基于已有研究的梳理，对未来研究提出展

望。 

 

图 1 CiteSpace 论文关键词共现的科学知识图谱 

2.政治风险对 OFDI 的影响 

有关 OFDI 风险的研究，最早始于对政治风险的

研究，Ilan Alon 等（1998）早在 1998 年开发一个定

性的结构化模型，用以分析比较东道国层面的政治风

险
[2]。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计量方法对 O

FDI 中的政治风险展开研究，但政治风险对 OFDI 影

响的具体研究，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结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政治风险对 OFDI 具有负向影响，

如 Haiyue Liu 等（2018）通过分析人民币升值下政

治环境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发现中国 OFDI 对汇率

风险和政治风险分别作出负面反应
[3]。Xu Shao（20

20）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缓解东道国

政治风险对中国 OFDI 的负面影响时，认为东道国国

家的政治风险显著减少了中国投资，并增加了损失
[4]。

此外，Kuang-Hann Chou 等（2011）采用空间计量

模型探讨第三国效应和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发

现经济一体化程度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均对中国 OFDI
产生负面影响

[5]。王海军（2012）利用中国大陆企业

OFDI 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不仅东道国政治风险对 OFDI 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本土政治风险对 OFDI 有逆向调节作用，但 OFDI 对

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更为敏感
[6]。孟醒和董有德（2015）

指出企业对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

决于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且随着海外投资经验

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越

来越显著
[7]。基于地缘政治风险视角，刘文革等（20

19）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和平和型，研究认为

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 OFDI 具有负相关关系，

而平和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不显著
[8]

。 

与以上学者研究结果不同，袁其刚和郜晨（201
9）运用投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对 OF
DI 有异质性影响，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不关心政

府稳定性
[9]。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研究发现东道

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有显著抑制作用，但

在现实中，中国 OFDI 在高政治风险国家发展迅速
[10]。

例如，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一般集

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韩民春和江聪聪，2017）
[11]。面对这种特殊的现象，

Nathan M.Jensen 和 Noel P. Johnston（2011）通过

建立替代机制来解释尽管政治风险增加，一些国家任

继续投资的原因：资源丰富的政府能够在政治风险很

高的情况下继续吸引国际资本
[12]。细分企业性质，部

分学者认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更有可

能进入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因为国家所有权导致中国

国有企业以非常规方式应对政治风险（Diego Quer
等,2018）

[13]。分析具体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向东道

国提供国家支持的发展贷款有利于中国政府与东道

国发展商业和外交关系，进而促进获得自然资源的机

会，同时限制了其在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敞口（Daniel 
M. Shapiro 等,2018）

[14]。Peter J.Buckley 等（200
7）在调查中国 OFDI 的决定因素时发现，中国 OFD
I 被政治风险吸引，并将此归因于中国企业（大部分

是国有企业）由于母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而享有的低成

本资本
[15]。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且政府推动项目

更能忍受东道国高风险（方慧和宋玉洁，2019）
[16]，

政治风险对 OFDI 影响并不一致，国有企业倾向于投

资政治风险较高国家（Junsong Wang 等,2021）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该现象
[17]。周经等（2018）研究政治

风险对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经济援助对

中国在非洲投资风险的调节效应后，发现在非洲资源

丰富的国家投资，经济援助有效降低投资风险，政治

风险与中国对非洲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
[18]。邻国政局

稳定性较高、法制水平健全、与东道国建交时间长期

稳定以及种族冲突缓和对东道国产生显著的负向溢

出效应，即促进更多中国企业到邻国投资，相应地减

少对东道国投资规模（唐礼智和刘玉，2017）
[19]。 

政治风险究竟对 OFDI 存在负向影响还是正向影

响，是学者们一直探讨的问题。对于东道国政治风险

越高，OFDI 却不减规模的特殊现象，关键原因可能

是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投资方的吸引（Daniel 
M. Shapiro 等,2018）

[14]；再者，投资主体以国有企

业为主且更能忍受东道国高风险（方慧和宋玉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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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16]。虽然已有文献对该特殊投资现象作出解释，

但是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解释这种特殊现象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3.中国 OFDI 是否存在政治风险偏好 

不少学者围绕 OFDI 是否存在政治风险偏好展开

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协天紫光等（2017）

指出中国 OFDI 整体以政治风险规避型为主，不太关

心东道国的腐败程度，更关心其政府稳定性和投资环

境
[20]

。陈丙利（2015）认为中国 OFDI 总体没有风险

偏好的特点
[21]

。此外，罗良文和毕道俊（2018）运用

扩展投资引力模型检验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是否存在政治风险偏好，研究认为我国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OFDI 并不存在政治风险偏好，所谓的政

治风险偏好只是由于投资动机及东道国整体政治环

境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假象
[22]

。王丽丽（2018）基于中

国企业 OFDI 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认为中国企业 OFDI
整体上会选择风险较低的市场，具有风险规避特征

[23]
。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OFDI 存在风险偏好特征，

如张元钊（2017）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虽然是风险

偏好型，但会选择人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且工程

项目投资更多受政治风险影响
[24]

。中国 OFDI 倾向

于进入政治不稳定和建交时间较长的发展中国家市

场（方英和池建宇，2015）
[25]

。基于政治风险的 4 个

维度，袁其刚和郜晨（2018）对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

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

以政治风险偏好型为主，即东盟地区政府稳定性越强、

投资环境越好、政府管理质量越高的东道国越难吸引

中国企业投资
[26]

。 

4.不同投资动机下政治风险的特点 

分析不同投资动机，陈丙利（2015）指出资源寻

求型 OFDI 存在风险偏好，市场寻求型 OFDI 具有风

险规避的特点；国有企业 OFDI 具有风险偏好特征，

民营企业则具有风险规避特征
[21]。通过研究不同投资

动机下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的影响，发

现自然资源寻求型投资对政治风险的敏感度最高，这

与学者尤宏兵等（2017）的发现一致
[27]

，且其对政治

风险维度具有明显的规避倾向。尤宏兵等（2017）进

一步指出市场寻求型投资对政治风险的敏感度弱于

自然资源寻求型投资，而效率寻求型投资对政治风险

的敏感度最弱
[27]。基于分样本数据，市场寻求型投资

对政治风险的偏好相对于整体投资更弱，且表现出弱

经济风险规避特征，资源寻求型投资表现出经济风险

偏好、政治风险偏好和文化风险规避的特征（周经，

赵晔和张利敏，2017）
[28]。 

5.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的相关研究始于政治风险，国家风险以

政治风险作为基础，并加入经济金融、文化等其他风

险构成研究范畴。朱兰亭和杨蓉（2019）在政治风险

指标基础上加上经济风险指标和金融风险指标构建

国家风险指标，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偏好，经

济风险对中国 OFDI 影响不显著
[29]

。周伟等（2017）

将国家风险的研究范围拓展至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

险和社会文化风险等，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

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 的国家风险进行评价，认

为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少数西亚国家 OFDI 
的国家风险较小

[30]
。也有学者在构建国家风险指标后，

进一步研究国家风险与其他经济变量间关系，如王正

文等（2018）在测算“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风险指

标后，通过构建联立方程，发现 “一带一路”国家

风险能够显著抑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

贸易和 OFDI，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

易和 OFDI 能够反向降低“一带一路”国家风险
[31]

。 

6.OFDI 政治风险防控研究进展 

我国 OFDI 规模呈上升趋势，面临的风险因素不

少，其中 OFDI 政治风险为主要的风险因素。杨明强

（2014）认为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突出，建议构

建风险防控体系，充分评估政治风险，发挥国际经济

软法的作用，用软实力消除“资源诅咒”，开展资源

外交等措施来规避风险
[32]。尤宏兵等（2017）在研究

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认为

首先应针对东盟十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建立一套全面

而灵活的评价体系，其次，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投资动

机来进行区位选择并做好风险预警
[27]

。杨文珂等

（2020）认为投资者应充分考虑地缘政治风险的周期

性特征，投资决策过程也应分别考虑地缘政治风险的

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
[33]

。李笑和华桂宏（2020）建议

企业应通过多方考察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局面与

经济发展情况，增强企业的风险预测与防范能力，建

立相应的风险应急机制，为境外投资活动做好更充分

的准备、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34]

。杜晓君等（2022）认

为跨国企业应注重发展风险管理能力，而具有风险管

理能力的跨国企业在对高政治风险区位进行投资选

择时，要考虑东道国政治结构的差异，尽量选择自由

裁量权高的东道国
[35]

。 

7.结语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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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 OFDI 政治风险的相关研究，

目前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已取得不少

进展。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 5 方面：（1）探讨

政治风险对 OFDI 的影响，其中一类研究结果认为政

治风险对 OFDI 具有负向影响，还有一类研究认为政

治风险对 OFDI 未必是负向影响，其影响可能具有异

质性特征，甚至是正向的影响。（2）研究中国 OFDI
是否具有政治风险偏好，部分学者认为中国 OFDI 整

体以政治风险规避型为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

OFDI 以政治风险偏好型为主。（3）不同投资动机下

的政治风险特点不一样，如资源寻求型 OFDI 倾向于

风险偏好，市场寻求型 OFDI 倾向于风险规避。（4）

研究包括政治风险内涵的国家风险对 OFDI 的影响。

（5）此外，大部分学者聚焦政治风险对 OFDI 影响

的同时，还探讨了 OFDI 政治风险防控的相关措施。 

基于以上梳理，本文认为未来 OFDI 政治风险的

研究方向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1）增加不

同时期政治风险对 OFDI 影响方向的研究。（2）进

一步研究不同投资动机下政治风险对 OFDI 的影响。

（3）深入探讨中国 OFDI 是否存在政治风险偏好及

其原因。（4）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 OFDI 政治风险

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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